
 

 1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的 

联动发展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耦合模型1 

梁雯，叶仁慧 

（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以长江三角洲区域 2006—2018年省际数据为样本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新型城镇化

综合指数和物流产业集聚度并运用灰色关联耦合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物流产业集聚的关联度以及耦合度，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物流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发

展处于较高关联状态，但省市发展不均衡，浙江省关联度最高。（2）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但

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上海市耦合协调度最高，浙江省其次。（3）进一步分析关联度较弱的安徽省发现，产业结

构与物流产业集聚关联性最强。鉴于此，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要素流动等方面出发，提出对区域发展

的建议，以期加大物流业同城镇化联动发展力度，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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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从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出发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应

对外部环境挑战的重大决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则为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

基础。[1]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发展的每一项指标进行了量化，譬如在城镇建设发展方面对

城镇化率、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产业集聚能够支撑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加强城市化的经济

基础，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根本要求。[2]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资金紧缺，我国采取优先工业化、梯

度发展战略，在部分地区打造“增长极”，通过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增强发展活力，并将经济活力辐射到周边相对落后地区。[3]2019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基础上，应促进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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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同时，产业集聚也需要城镇化诸多方面的空间支撑和需求拉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坚持产业

与城镇发展“两手抓”。物流作为战略型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之一。当前，物流产业集聚依托物流园区、运输枢

纽等平台快速发展，2017 年出台的《“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指出，物流产业集聚发展给新型城镇化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驱力。物流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动发展探索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长江三角洲区域以上海市为中心，包括了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4个省市全域在内，是 6大世界级城市圈之一，

也是中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物流竞争力最强、发展最为迅猛的区域。但与世界其他城市圈相比，长三角地区整体实力和带动辐

射周边区域发展的能力尚有不足。本文将以长江三角洲 2006—2018年省际数据为样本，利用灰色关联耦合模型对该区域三省一

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产业集聚联动发展进行研究，以求对我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产城融合、供给侧改革、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出具有参考意义的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 40年改革开放历程已经证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发动引擎，是一项会伴随着

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巨大系统工程。新型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跟随产业结构转型的脚步，并

且与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就业岗位、非城镇人口流入城市的实际容纳量等相适应。[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实施已经进入了后期阶段，根据目前可以得到的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o京津冀、珠三

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迅猛。在中西部等一些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城镇发展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城镇发展质

量不高、城市土地利用、资源承载力等一系列问题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挑战。 

产业集聚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与其他领域相互联系、协调发展方面。从以往文

献可以看出，很多学者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做了专业且具深度的研究。在国外，有学者通过研究城市的形成，

发现产业集聚有利于产生竞争优势，形成资源溢出效应，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加快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不仅能够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会触发“协同集聚”效应。[5][6][7]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全国和地区两个

层面出发，刘望辉等（2015）[8]认为，长期来看我国的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来看则存在因果关系，且城镇

化对产业集聚水平的促进存在地区差异。曹炳汝等（2019）[9]认为，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

关系。 

物流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包括物流产业集聚形成机理及发展途径、物流产业聚集与区域经济、物流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变

迁、物流产业聚集与新型城镇化等方面。（1）物流集聚是由于地理集聚、规模效应、周边企业参与共享利益而形成的，且这种

状态不会无限制扩张[10]。Yasanur（2010）[11]认为多式联运货运物流中心能够提高城市货运效率，促进各种模式的优化整合，实

现运输系统的高效和成本效益，提高市场竞争优势。张枢盛（2019）［12］指出，传统产业、现代科技和区位优势三种因素的动态

变化驱动着物流产业发展，影响着产业集聚格局的变革。（2）胡凌云等（2018）［13］指出，物流产业聚集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影响程度不高。徐秋艳等（2018）［14］认为，我国物流产业集聚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空间上具

有经济溢出效应。（3）产业结构变迁与物流产业聚集紧密相连，物流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15]高普

梅等（2019）[16]指出长三角城市群的物流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显著相关。（4）关于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

两者之间的关系，付东明（2016）［17］运用 VAR 模型探讨物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陈国宏（2019）［18］运用

区位嫡分析了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产业集聚的关系，发现其呈正相关。梁雯等（2019）[19]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我国物

流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模型显示前者对后者具有正向带动作用。董会忠等（2019）[20]从物流产业集聚关联因素的角

度出发，认为城镇化的发展促使物流企业集聚选址，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人口大量向城镇涌入，为物流产业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

正向推动了集聚现象的发生。赵宇等（2016）［21］运用三阶段 DEA模型研究了我国物流产业集聚的空间效率，认为城镇化建设给

物流产业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大量的资源冗余使得投入产出转换率不高，抑制了物流产业集聚的效率。操瑞章（2015）[22]

采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中部地区物流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机理。张逸轩（2017）
［23］

实证分析了物流通道产业粘性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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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城市发展形成经济聚集点，引发对物流需求的扩大，带动产业发展。 

物流产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1）大多数学者集中于物流产业聚集对新型城镇化的单向作用，缺少

对两者动态发展的研究。（2）缺少对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聚集发展中系统内各个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本文在该领域以往专

业研究成果基础上，测算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产业集聚两者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并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进一步具体分析安

徽省物流集聚水平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各指标的关联度，以期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和物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指导性意见。 

三、数据的测算与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测定 

1.新型城镇化指标的构建 

传统城镇化仅仅用城镇人口比重即城镇化率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显然是不能够完全代表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在参考《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与相关学者关于新型城镇化指标构建的研究基础上
[24][25][26］

,本文选取 14 个指标，从经济、

空间、人口、公共服务、生态 5个维度去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见表 1）。这种复合指标构建法克服了传统城镇化单一指

标带来的弊端，且选取的指标涵盖面较为广泛，符合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城市发展理念。 

2.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为研究单元，分析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 2006—2018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联动发展的问

题，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 2006-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历年国家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不能直接获

得的数据，或是参考已有文献的算法计算得出，或是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取分段插值、样条插值进行赋值。由于我国物流业

属于新兴行业且数据获取存在一定难度，本文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的数据来代替部分物流业的数据。 

表 1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及权重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方向 权重 

  人均 GDP 元/人 正向 0.063 

 
经济 

第二、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 % 正向 0.06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68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正向 0.077 

  城市用水普及率 % 正向 0.059 

 空间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0.060 

新型城镇化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向 0.060 

 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 人 正向 0.087 

 公共服务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标台 正向 0.068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正向 0.068 

  城镇人口比重 % 正向 0.081 

 人口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正向 0.067 

 
生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0.11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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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测定方法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当数据为正向指标时 

 

当数据为逆向指标时 

 

Yij是第 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yij是第 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max(yij)是 yij中最大的数值，min(yij)是 yij中最小的数值。

j=1,2,...m。关于指标权重的计算，常见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为了消除其带来的影

响，本文选用熵值法来确定新型城镇化系统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计算第 j项指标占比 

 

第二，计算第 j项指标熵值，k为调节系数,k=1/lnn 

 

第三，计算第 j项指标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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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计算第 j项指标权重 

 

按照以上步骤对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计算后，得到表 1。 

运用 得到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各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如下（见表 2）。 

表 2 2006—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2006 0.800 0.550 0.434 0.052 

2007 0.693 0.615 0.776 0.048 

2008 0.762 0.652 0.576 0.053 

2009 0.744 0.658 0.590 0.065 

2010 0.757 0.670 0.586 0.042 

2011 0.722 0.691 0.554 0.136 

2012 0.645 0.708 0.662 0.138 

2013 0.621 0.705 0.644 0.197 

2014 0.669 0.676 0.686 0.221 

2015 0.668 0.734 0.582 0.196 

2016 0.662 0.666 0.639 0.208 

2017 0.655 0.743 0.614 0.192 

2018 0.627 0.627 0.597 0.250 

比较 2006 年与 2018 年的长三角区域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皆呈逐渐上升状态。江苏省新型城镇

化综合指数由 0.550增至 0.627,浙江省由 0.434增至 0.597,安徽省由 0.052增至 0.250o上海市 2018年新型城镇化指数较 2006

年有所下降，上海市虽然在经济方面引领全国，但由于城镇化起点高导致城镇发展空间、承载力不够。安徽省作为中部城市自

加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以来，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和毗邻东部发达地区辐射效应，结合自身环境、人力、科技、教育等资源优势，

在经济、人口、公共服务、空间、生态方面都得到显著提升。 

（二）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测算 

区位嫡、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行业集中度、E-G指数等是一些测算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常用方法，参考以往区位

分析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区位嫡是一种可以用于测量某一产业空间集中度的常见方法。产业空间集中现象同样发生在物流业，

物流需求衍生出物流集聚，在注重加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市场环境下促使物流产业集聚局面的形成，帮助多功能物流企业在同

一区域内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根据所获数据的完备性，长三角区域各省市物流产业集聚度可以通过区位熵法来测度
[27]

，

计算方法如下： 

 



 

 6 

式中心 LQit表示 i省市 t年区位熵；eit表示 i省市 t年物流业的增加值；et表示 i省市 t年 GDP总增加值;Eit表示 t年全国

物流业的增加值;Et表示 t 年全国 GDP 增加值。当 LQ＞1时，表示该省市物流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当 LQ＜1 时，表示该省市

物流业在全国不具有比较优势。LQ越大，表示该区域物流专业化水平越有优势，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越高；LQ越小，则表明该区

域物流专业化水平越缺乏优势，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越低。数据来自 2006—2018年《中国城市年鉴）.2006-2018年城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表 3）。 

表 3长三角三省一市历年物流产业集聚度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长三角区域 

2006 1.140 0.769 0.723 1.207 0.877 

2007 1.070 0.739 0.729 1.214 0.854 

2008 1.067 0.848 0.766 1.206 0.908 

2009 0.900 0.871 0.818 0.981 0.875 

2010 1.066 0.937 0.862 0.936 0.938 

2011 1.063 0.968 0.853 0.861 0.937 

2012 1.005 0.986 0.868 0.856 0.939 

2013 0.977 0.924 0.861 0.865 0.907 

2014 1.001 0.899 0.858 0.850 0.897 

2015 1.020 0.872 0.860 0.813 0.884 

2016 0.991 0.828 0.848 0.765 0.850 

2017 0.982 0.807 0.838 0.725 0.832 

2018 0.970 0.792 0.818 0.661 0.819 

 

表 3显示,长江三角洲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在全国不具有比较优势，总体上呈倒 U型，三省一市的物流产业集聚程度存在差异

且水平不高。上海市的物流产业集聚度除个别年份之外均大于 1,反映了其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在长三角区域的物流发展中

具有区域优势。江苏省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从 2007年至 2014年间持续上升，之后有所下降，但总体集聚程度有所提升。同样，

浙江省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波动性。而中部地区的安徽省的物流产业集聚度呈现下降态

势，物流产业的规模效益不明显。江浙沪处于原长三角经济圈，集聚水平较高，安徽省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长江

下游地区，这说明物流产业聚集水平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济的发展水平。 

(三)物流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基于各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各因素之间关联度的一种方

法。通过比较物流产业集聚的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度，可以确定两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来测算两系统及子系

统之间的数值关系。运用灰色关联模型既能够分析两系统之间动态协调发展的程度，也能够探索系统内部的主要影响因素。该

模型有助于对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联动发展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1.将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物流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为 Yj(t)，j=1,2,..物流产业

集聚水平为=1,2,..n。 

2.无量纲化的具体方法有均值化变换、初值化变换和标准化变换。本文用均值法进行无量纲化，用数列的平均数去除以数

列的每一个数据，得到新数列 Xi(t)、Yj(t)。 



 

 7 

3.计算差绝对值序列。将标准化后的相关因素序列与特征因素序列对应项求差并取绝对值 。同时，求每列最

大差 ，每列的最小差 。 

4.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式中， 表示第 t年新型城镇化系统里第 j指标与物流产业集聚第 i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系数越大表示两者的关

联性越强。ρ表示标准化系数，一般而言，关联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随着ρ减小而增大,通常取 p为 0.5。[28] 

5.计算关联度。 

 

在现有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攻，对关联程度进行分类，划分结果如下（见表 4）。 

 

表 4关联程度分析 

取值范围 关联程度 

o<γij≤0.35 较低关联 

0.35<γij≤0.65 中度关联 

0.65<γij≤0.85 较高关联 

0.85<γij≤1 高度关联 

 

6.测算系统耦合度。系统耦合度模型可以表示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度。 

 

C（t）表示第 t年的物流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系统耦合度，在协调分析中，一般认为，当 0<C（t）<0.5时是失调

状态，当 0.5<C（t）<0.8时为基本不协调状态，当 0.8<C（t）<0.9时为基本协调状态，当 0.9<C（t）<1时为协调状态。[30] 

新型城镇化、物流产业集聚二者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如果发展的态势基本一致表示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关联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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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联动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关联度较小。从整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区域新型城镇化与物流

产业集聚呈较高关联。分区域看，上海市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的关联度为 0.72,江苏省为 0.68,浙江省达 0.80,安徽省为

0.55（见表 5）。基于分类标准，安徽省关联程度为中度关联，其他两省一市均已进入较高关联发展阶段，可见长三角区域发展

存在不均衡现象，这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滞后、管理模式落后导致城镇化水平提升受限有关。数据同时表明长三角核心城市之

间的协调联动发展能力不强，限制了城市群效用优势的发挥。 

表 5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关联度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长三角区域 

关联度 0.72 0.68 0.80 0.55 0.69 

 

根据灰色关联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可以测算出长三角区域物流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发展程度（见表 6）。 

如表所不，从区域整体上来看，2006年至 2018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聚集的协调度在 0.764±下波

动，较为平稳，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2006年至 2013年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的协调度呈上升式波动，从基本不协调

状态转变为协调状态，说明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而 2013年之后，两系统耦合度逐年递减。分省市来

看，上海市与浙江省 2006年至 2013年间平均耦合协调度都高于 0.80,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尤其是上海市，除 2006年与 2018年

以外，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聚集两系统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2012 年达到协调状态。江苏省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 0.755 上

下波动，2013 年达到协调状态。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聚集的系统耦合协调度除 2011 年达到协调状态，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年达到基本协调状态之外，其他年份均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 

表 6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在各时点的协调度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长三角区域 

2006 0.708 0.724 0.695 0.459 0.667 

2007 0.819 0.783 0.762 0.484 0.780 

2008 0.831 0.800 0.803 0.510 0.730 

2009 0.832 0.807 0.816 0.716 0.834 

2010 0.829 0.711 0.755 0.782 0.740 

2011 0.830 0.710 0.852 0.913 0.804 

2012 0.923 0.733 0.859 0.852 0.842 

2013 0.895 0.909 0.918 0.819 0.928 

2014 0.886 0.883 0.879 0.734 0.869 

2015 0.863 0.810 0.832 0.671 0.798 

2016 0.827 0.695 0.791 0.597 0.694 

2017 0.803 0.638 0.752 0.544 0.635 

2018 0.782 0.611 0.679 0.493 0.612 

均值 0.833 0.755 0.800 0.660 0.764 

 

（四）物流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集聚是通过产城融合和产业间环环相扣去达到产业功能整合和资源集约的目的的，并不是简单的资源集中和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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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系统的 14个指标均与安徽省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呈中度以上的关联度（见表 7）,说明两者之间的发展趋

势较为一致。在此基础上，将新型城镇化系统里各个因素对物流产业聚集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进行排序。其中，“第二、三产

业占 GDP 的比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城市用水普及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人口比重”这 5 个指标与

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呈较高关联，其余指标与安徽省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关联皆为中度关联，说明产业结构、人口流动、基础设

施建设是影响安徽省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因素，其中，产业结构与物流产业集聚关联性最强。 

数据显示，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与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存在较高关联，证明了经济转变

的重要内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增高意味着经济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这种趋势与物流

产业集聚趋势相一致，产业经济结构与物流集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当前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结构是“三二一”模式，

苏浙两省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较为接近，上海市的产业结构侧重于服务经济，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安徽省的产业结

构是“二三一”的模式，但产业结构在逐年升级。[31]由此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长三角地区各省市

在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意识方面已达成共识，且在相关政策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已转变为服务业、制造

业并重的布局。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对公共供水、资源分布、垃圾处理、道路交通方面提出要求。空间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物流产业集

聚水平，这体现在物流业作为流通性产业，运输与仓储是两大最主要的功能，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发等要

素体系可以发挥物流业潜在能力，拓宽物流市场潜在空间，聚集物流服务网点。[32]同时，物流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硬件环境的建

设，间接促进劳动力、人才等要素资源的集聚，实现软环境的形成，从而提升产业集聚水平。[33] 

新型城镇化中城镇化率的提高伴随着人的生产和生活逐步向城镇集中，这种要素的流动是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聚集联动

发展的驱动力，并且助推了长三角城市群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的优化。此外，在公共服务能力方面，人口城镇化意味着更高的

要求，例如城镇居民住房建设、水电气热的供应，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生态环境的建设以及相关的物流服务和信息交流平

台的建设，这些共享要素资源是物流产业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提供支撑的重要通道。 

 

表 7安徽省物流产业集聚度与新型城镇化各指标关联度 

评价指标 关联度 关联度排序 

人均 GDP 0.517 14 

第二、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 0.734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553 1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574 11 

城市用水普及率 0.733 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632 7 

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 0.600 10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0.637 6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0.625 8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0.625 9 

城镇人口比重 0.680 5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706 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704 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54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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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 2006—2018年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接着就两者之间的联动发展关系

展开了灰色关联耦合分析。通过研究发现：1.从整体上来看，长江三角洲区域物流产业集聚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较高关

联状态。从 4 个省市来看，浙江省关联度最高，安徽省与其他省市相比关联度较低。2.从耦合度的分析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

镇化与物流产业聚集发展目前尚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程度在 2013年达到最高。上海市耦合协调度

最高，浙江省其次。3.进一步具体分析安徽省物流集聚水平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各指标的关联度，结果显示均处于中度以上关联

性，且产业结构、人口分布、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其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因素，其中物流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变迁联系最

为紧密。 

（二）建议 

1.依托近年来发展迅猛的物流园区、运输枢纽等平台，大力优化物流产业布局。完善交通运输结构，逐步形成快速便捷、

多维度、深层次的长三角城市群交通运输一体化网络。物流一体化网络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区域内人、财、物、信息等要素有效、

充分、合理流动。信息化物流与运输一体化服务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形态，通过加强监测与收集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

口、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数据，更好地规划决策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高物流产业集聚的发展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长三

角产城有效融合。努力实现以生产为主导，第三方物流为支撑，汽车贸易、旅游为补充的物流新格局。注重空间城镇化，抓好

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保证区域物流有质发展的前提工作,夯实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 

2.长三角区域应当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存在的区域差异和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和产业分工，以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结合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从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结构等几个角度提出更

具体更高层次的要求。结合自身优势和现有问题，推动产业和创新融合，凸显多式联运枢纽、物流配送中心、物流园区、区域

分拨中心等主体物流业布局规划的竞争优势。促进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产业集聚两系统之间协同发展，同时缩小地区差异，形成

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3.注重城市间产业集聚的协调联动性。联动合作有助于促进深度产城融合，提高城市产业集聚效应和承载能力。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上海市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的综合集聚优势，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做好领头作用。其他省

市也要利用其比较优势，加强城市间的协调联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人的城镇化。对于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安徽省，

要立足于现有的产业优势，与沪苏浙主动、精确对接，努力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加大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的

发展力度，加强与长三角多层面的产业关联。在物流产业集聚方面，安徽省应深度融入产业链中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做强产业

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与江浙沪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关系。借助与江浙沪的地理资源优势等条件加强对外合作。各省市

物流产业部门应树立团结协作意识，加强区域联动、项目对接、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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